
个没有土地的民族要争夺土地的历史。再加上这个

争夺土地的斗争是以上帝应许的名义对伊斯兰教徒

进行的，所以争斗的双方都不会让步。尽管彻底解

决中东矛盾几乎是不可能的，但是通过对《圣经》的

细读，我们起码可以较深刻地体会犹太民族几千年

来因没有土地而遭受的苦难以及他们和巴勒斯坦地

区众多部族的千年恩怨，从而在国际范围内采取更

合理和有效的措施来推动中东问题以和平方式获得

解决。

最后要提及的是《圣经》文学研究在外国文学教

学和研究人才的培养方面所起的作用。到目前为

止，在国际范围内把《圣经》当作文学经典来研究和

阐释的这个领域里吸引了众多出色的文学教授、叙

事学和文体学专家、文学和文化研究的理论家，还有

女权主义、马克思主义、弗洛伊德心理学等学者。他

们发表的《圣经》文学阐释成果都十分前沿，观点新

颖，学识渊博，见解独到。当然他们的成就首先来自

他们各自的学养，然而《圣经》这样一个比所有其他

文学经典都博大、深邃的文本也为他们施展才华提

供了最佳的演练机会。正因为《圣经》的阐释潜力十

分巨大，又有这么多优秀的理论家和学者已经或正

在对它进行多方位的探讨，所以我们可以毫不犹豫

地说，在我国外国文学的教学和研究中开设和发展

《圣经》的文学研究和阐释既是为了研究《圣经》的文

学品质和超越宗教范围的丰富内涵，又是使用各种

文论对学生和研究工作者进行文学批评的上好训

练。通过对《圣经》进行文学和文化解读，我们肯定

会更深入、更好地学到国际前沿的文学解读方法和

技巧，打开眼界，并改变我们的思维模式，培养出更

多与国际接轨的外国文学研究人才。

综上所述，《圣经》的文学研究在当代的确意义

重大。它提供了一个跨学科、跨文化的研究领域，集

文学、文化、语言、文体、叙事，以及历史、社会、哲学、

政治与意识形态研究于一炉。因此，除去可以挽救

西方文学经典及加深对世界政治和纷争的认识之

外，这一研究方向还可以作为教学的手段，为培养文

学研究人才做出贡献，真可以说是一石数鸟。据此，

我们应该继续加大力度发展《圣经》研究，特别是《圣

经》的文学研究，以使我国更快地从多个方位融人国

际大家庭，在国际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领域中获

得主动和更多发言权，知己知彼地把我们自己的事

情办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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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经文学研究意义之所在

粱 工

(河南大学比较文学与比较文化研究所，河南开封475001)

目前。圣经文学研究正在深入发展，它覆盖了文

学研究和圣经研究两个领域。文学研究方法日益引

起圣经学者的注意，致使圣经学术发生了向文学研

究范式的转移。对于文学批评家而言，圣经被认可

为经典的构成部分，其卷籍由文学研究者在课堂上

讲授，并成为他们发表批评文章及学术著作的研讨

对象。

一、圣经文学研究对于理解圣经特质的重要性

《圣经》不仅是宗教神学典籍，也是重要的文学

经典。早在《圣经》著述和编订之日，其作者就有明

确的文学意识，使之具备了显著的文学特质。这部

文集陆续形成于距今大约两千年前的古代，用远离

现代文明的冷僻文字——古希伯来文和希腊文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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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其文学运作、语法修辞的潜在规则为现代读者所

难以驾驭。[1]h删””m 5形象和思辨、情感和理智、隐

喻和直白、含混和明晰⋯⋯纵横交错地纠结缠绕在

一起，其间涉及多种文类体裁、结构样式、表达方式、

修辞技巧、叙述视角、抒情韵律、风格语气和寓意象

征，它们彼此制约又交相辉映，共同营造出意义的家

园和观念的世界。倘若离开文学批评的途径，欲真

正走进这个家园，融入这个世界，观其万千气象而领

会个中的堂奥，必定很难遂心如意。即如罗伯特·

奥特(Robert Alter)所说，《圣经》是一部用语言文字

写成的书，是通过文学手段获得表意效果的，这使得

“文学解析必须先行”，惟其如此“才可能理解该书其

他方面的诸多价值”。n]I“础“m一事实上，研究者试

图把握圣经文学品质的活动亦始于遥远的古代，历

经中世纪、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启蒙运动、浪漫主义

时期而延续到现代和后现代。依哈罗德·布鲁姆之

见，构成希伯来《圣经》的早期文献之一“J书”在西

方文学经典中占据了仅次于莎士比亚戏剧的显要位

置。[2]

二、圣经文学研究对于探索世界文学规律的重要性

析言之，“圣经文学研究”涵盖了相互关联的两

类学术课题：其一，研究“作为文学的《圣经》”(The

Bible as Literature)；其二，研究“《圣经》与文学”

(The Bible and I。iterature)的关系。就后一类课题

而言，19世纪上半叶，一批法国学者以跨民族、跨语

言的目光观察文学，运用考据和实证的方法研究文

学的渊源和影响，为日后形成的比较文学法国学派

赢得最初的成就，而他们十分关注的一类课题，就是

莎士比亚、但丁等诗人、作家与《圣经》的关系。此

外，研究者津津乐道的对象尚可举出弥尔顿、约翰·

班扬、歌德、雪莱、拜伦、雨果、狄更斯、哈代、劳伦斯、

萧伯纳、陀思妥耶夫斯基、托尔斯泰、T．S．艾略特、

福克纳、奥尼尔、布尔加科夫等。这方面的研究表

明，《圣经》乃是西方文学成长的重要源泉，滋养了后

代几乎所有名家名著。谢大卫主编的《英语文学中

的圣经传统辞典》[31和勒兰德·莱肯等主编的《圣经

意象辞典》[43便以宏大的篇幅和浩繁的条目展示出

《圣经》养育西方文学成长的生动图景，表明“在不少

方面，《圣经》对于文学研究的重要性已超越对《圣

经》本身的文学分析。《圣经》之所以能持续不断地

进人学术性的文学课堂，原因之一在于它是西方文

学最伟大的源头，对文学的象征意义产生了重大影

响。，，[5]12如今学术界已有共识，要想全面深入地认

识世界文学的规律，绝不能忽视对圣经文学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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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能忽视对世界文学中的圣经元素的剖析。

三、圣经研究对于精神文明建设的借鉴意义

马克思论及“希腊人是正常的儿童”时提到“早

熟的儿童”。[6]lH“早熟的儿童”所指为何人?据英国

牛津大学教授希·萨·柏拉威尔揣测，马克思“心目

中想到的可能就是犹太人”。[7J388柏拉威尔引以为据

的是海涅在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之前发

表的一段述评：“关于犹太人⋯⋯也许我在谈论他们

时从来没有怀过适当的敬意⋯⋯因为我那种崇拜希

腊精神的性格对犹太人的苦行非常反感。现在我认

识到希腊人只不过是年轻人，而犹太人却是成年人，

是强有力的，不易折服的成年人——不仅在古代如

此，就是到了今天，在经过一千八百年的迫害和痛苦

后，依然如此。”[7]388海涅的见解不无道理。“犹太

人的苦行”乃是从他们的宗教意识中衍生出来的。

他们很早就形成对本民族之神耶和华的崇拜，当古

代世界还普遍奉拜多神时，他们就发展出独拜一神

的宗教意识形态，这无疑是其早熟的表现。海涅认

为“一千八百年的迫害和痛苦”使犹太人成为“强有

力的、不易折服的成年人”，更有无数的历史事实为

佐证。犹太人经常遭受外族入侵，每每成为异族统

治者奴役的对象，罗马帝国统治时期尤甚；时至中世

纪和近现代他们更屡遭排挤，至希特勒迫害时期竞

几遭灭族之灾。这种不幸际遇也使犹太人形成早熟

的性格。再从经济发展来看，犹太人长年漂泊四海，

缺乏发展实业必须依赖的土地，这使他们很早就致

力于发展商贸，从事航海活动，每到一处都以做生意

为基本生活方式，此一过程同样使他们过早地成熟

起来。苦难使犹太民族早熟，早熟使之远在圣经时

代就形成一系列历久弥新的深刻理念，比如平等、法

制、民主、和谐、博爱、崇智、民族主义、爱国主义、世

界主义等，它们对于后世精神文明建设有着持久的

借鉴意义。

关于平等，《圣经》记叙了一个由上帝和世人构

成的二元世界，在至高的上帝面前，从国王贵族到庶

民百姓的世间万众一律平等，任何人都无权凌驾于

他人之上称王称霸作威作福。名王大卫谋害手下武

士乌利亚、霸占其妻拔示巴，上帝借先知拿单斥责

他，使他与拔示巴所生之子数日天亡，以示惩罚。关

于法制，希伯来《圣经》的第一部分“律法书”贯注着

一个基本精神：立法是神圣的，法律的尊严来自上

帝；为了维护法律的尊严，执法必须严肃；在唯一的

立法者上帝面前，人人皆受法律的约束；凡声称追随

上帝者，皆须不折不扣地履行他制定的法律。民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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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义和爱国主义是犹太人的立族之本和兴教之纲。

圣经作者都是热忱的爱国志士，他们坚定地维护本

民族利益，热烈颂扬抗敌卫国的民族英雄，对四邻敌

族示以不共戴天的仇恨。与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相

映生辉，《圣经》中也有丰富的世界主义或国际主义

思想。一些先知主张“普世皆为上帝民”，彼此之间

互为兄弟。《约拿书》中的上帝被塑造成博爱众生

(包括以色列之敌)的仁慈天父，《路得记》赞成不同

民族问彼此联姻，反对禁止联姻的狭隘民族主义。

初期基督教更明确主张以世界主义路线为指针，征

服西方霸主罗马帝国，将福音传遍全世界。

《圣经》中弥漫着浓厚的民主意识。亚里士多德

认为，所谓民主政体，是指“政事裁决于大多数人的

意志，大多数人的意志就是正义。所谓‘平等’是说

全体公民人人相等。因此在民主政体中，穷人属于

多数而多数决定一切，他们就拥有较高于富室的权

力”。[8]387可见“民主”意味着全体公民在政治上普遍

平等，大多数人的意志能得到充分实现。以色列古

代社会虽未形成希腊雅典式的民主政体，《圣经》中

却始终流淌着民主观念的潜流，“民众意志”表面上

淡化于历史活动的幕后，实则在一系列重要时刻发

挥着重大作用。例如，摩西只是在行施神迹赢得了

百姓的信任之后，才被拥戴为领袖。进入旷野后百

姓一次次“硬着颈项”地“发怨言”，吁求改善生存条

件，其吁求皆被上帝采纳，授意摩西一一解决，这使

人感到出埃及本是以色列民众的事业，上帝和摩西

不过为其成功实现提供了必要的条件和保障。《箴

言》31：4—8规定，君王的本分是秉公行义，为贫穷

困苦的百姓谋利益。据《列王纪上》4：25载，所罗门

在位时广得民心，是因为他使民众得以安居乐业：

“从但到别是巴的犹大人和以色列人，都在自己的葡

萄树和无花果树下安然居住。”《圣经》的民主意识还

通过先知们的活动表现出来，先知实际上处于“不断

监视王权是否遵守上帝之约即律法的‘监察官’位

置”，L9】l 01一旦发现君王违法背约，他们就以弹劾者

姿态出现，对其予以无情抨击。先知书是《圣经》中

最富民主主义色彩的卷籍，其作者深切同情灾难深

重的下层民众，无情揭露荒淫暴虐的统治者、无恶不

作的官吏、贪得无厌的奸商、伪善的祭司和假先知，

猛烈抨击腐败堕落的社会风习，给后世留下富含民

主精神的激扬文字。《弥迦书》3：2斥责当权者“恶

善好恶，从人身上剥皮，从人骨头上剔肉”，即便今天

读来也令人不寒而栗。

沉淀于《圣经》中的文明精华还表现为对一个美

满和谐社会的憧憬和描绘。犹太人常年处于国破家

亡、颠沛流离的悲惨境遇中，随时需要理想主义的支

撑和策励。《圣经》中不乏这类幻想光明前程的诗

文，以美丽的想象给挣扎于现世苦难中的同胞带来

希望、信心和力量。《以赛亚书》65：25预言将有“新

天新地”降临，那时人与人之间和睦相待，再也看不

到战争和杀戮，就连猛兽毒蛇也会改变其凶残的本

性：“豺狼必与羊羔同食，狮子必吃草像牛一样，尘土

必作蛇的食物。”与理想世界相映生辉的是一种理想

化的人际关系，即张扬博爱的伦理道德。希伯来《圣

经》主张在犹太民族内部实行普遍的爱，耶稣进而倡

导无条件地爱一切人，甚至自己的敌人。他在十字

架上受难而死，成为博爱人格和献身人格的最高典

范。此外圣经文化遗产中尚有崇智精神。犹太民族

自古推崇智慧，尊重智者，勇于探索未知世界，“引导

学习者走向一种内在的、更高的善，那善即是智慧，

那种智慧是持久的，能够改变人的生命，并赋予人以

至高的尊严”。[10]

最后，《圣经》蕴含的文化观念之所以能成为文

明发展的持久推动力，是因为它从一个特定层面为

人的终极关注找到一种便捷有效的运作模式。人普

遍关注的终极存在者——用神学话语表述即“神”或

“上帝”——在信徒那里是超自然的崇拜对象，在非

信徒那里其实是各种正面理念(如真、善、美、仁慈、

正义等)的终极聚合体。就此而言可以认为，虔信上

帝所体现的宗教情怀事实上意味着对于至善人生和

完美世界的执著追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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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发展观与圣经文学研究的当前意义

张思齐
(武汉大学文学院，湖北武昌430072)

我们中国学者研究圣经文学乃是在中国这片广

袤的土地上进行的一项伟大事业。在中国，圣经文

学研究是否能够取得成绩，其关键的一环就是研究

者们能否与他们所处时代的基本精神相兼容。由于

圣经文学是整个基督教研究的组成部分，研究圣经

文学必须与基督教研究的总体态势保持基本一致。

自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的基督教研究，据我个人

的体会，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十一届三

中全会以后的一段时期，当时主要的工作是拨乱反

正，而基督教学者们的成绩主要是恢复研究，即把中

断多年的研究工作重新拾起来。这一阶段的成果产

生得较多较快，但是深度不够。第二个阶段是江泽

民同志主持党中央工作期间。1990年12月7日江

泽民同志在《一定要做好宗教工作》的讲话中语重心

长地说：“宗教工作如果做得好，可以对促进社会主

义建设起好作用；如果做得不好，就会被国内外敌对

势力所利用。”[1]199他的讲话并非仅仅针对基督教

而言，而是包括中国的所有宗教在内，但是因为基督

教研究与西方发达国家的联系较多，也就受益良多，

发展也最突出。主要成绩是翻译介绍了大量西方宗

教学学术著作。由于有了新的养分，中国学者撰写

的论著在理论上也有了很大提高，出现了与国际学

界接轨的可喜势头。第三阶段是我们现在正经历着

的时期，由胡锦涛同志主持中央的全面工作，核心标

志是胡锦涛同志提出了科学发展观。我个人的体会

是：科学发展观是当前中国一切事业的指导方针，也

完全适用于基督教研究，科学发展观是我们进行圣

经文学研究的指导原则，甚至可以说是内在的一种

动力。不难预料，在科学发展观的指导下，中国的基

督教事业、基督教研究和圣经文学研究，一定会取得

宏伟的成绩。

河南大学长期饮誉学界，《河南大学学报》具有

远见卓识，其编辑通过梁工教授约请我谈谈圣经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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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研究的当前意义。兹发表以下四点认识。

第一，圣经文学研究有助于政局的安定与反邪

教的斗争。

我们可爱的祖国是一个大国，在历史上曾经数

度作为强国而骄傲，她的人民曾经无比自豪，比如汉

代和唐代的中国就是如此。经过改革开放30年来

的发展，中国较之过去的确是富裕一些了，也强大一

些了。当前我们的祖国正处在一个十分关键的时

期，把握好了这个时期，就会获得巨大的发展，跃人

世界强国之林；失去了这次机遇，就将长期蹭蹬，陷

入恶性循环。然而邪教不让人民过上渐趋丰裕的生

活，总是企图作乱，危害国家安全，干扰社会的正常

秩序。十多年前就有个名噪一时的邪教作祟。直到

今天，那个邪教也还没有完全消失，其行径其勾当邪

门邪乎的，令人不快。1999年初夏我应厦门大学詹

石窗先生之特别邀请，在武夷山出席了全国道教学

术研究会议，当时代表们热烈讨论过如何与邪教进

行斗争的问题。与邪教进行斗争乃是一个长期而艰

巨的任务，中国历史上就有过邪教问题，往往搞得历

代统治者头疼。所谓邪教，就是旁门左道，是一些不

正当的宗教派别。《敦煌变文集·维摩诘经讲经

文》：“然后示其正法常王，遂讽人陈以直言，无施邪

教命。”从世界历史上看，西方各国也有邪教问题，其

危害甚至跨越国界，危害数国。一般说来，邪教往往

出现在社会转型时期，因为这时人们原有的价值观

需要调整，而新的价值观尚未完全形成，邪教就会乘

虚而入。清代学者俞蛟《梦厂杂著·临清寇略》：“时

逆匪王伦，以清水邪教煽聚亡命至数千人，阴布其党

于东昌、兖州二郡。”近人陈夔龙(1857—1948)《梦

蕉亭杂记》卷一：“会京师大旱，谣言蜂起，谓某县某

村镇邪教起事，勾结山东、河南教匪，克期入京。”邪

教之所以坏，是因为它们有一个共同点，即为其头目

们谋私利，敛钱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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